
·文明起源、文明互鉴与文化发展·

骑马术在欧亚草原的流行
与在中国的兴起

黎婉欣

摘　要：欧亚草原乌拉尔南部牧民所培育的ＤＯＭ２马种，加速了驯马术、马

车和骑马术由乌拉尔山脉向东西方的传播和普及。从公元前８世纪开始，由欧亚草

原东部南下的族群活动于今中国北方地区并与北方列国发生接触。随着公元前５世

纪巴泽雷克文化兴起，中国北疆地区与骑马族群有了贸易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

及至公元前４世纪末以赵国为代表的华夏诸国开始正视新的军事格局，一改前期忽

视骑兵的传统而进行 “胡服骑射”之类的军事改革。骑射技术的普及加速了交通路

线的开拓以及列国深入边疆地域的进度，为国家和文化的统一奠定了必要基础。中

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骑马术向中国的传播是中华文明多元汇聚、兼收并蓄、

开放交流的一个重要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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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术 （ｈｏｒｓｅ－ｒｉｄｉｎｇ）的出现极大改变了古代社会的发展轨迹，是促进人

类历史多种文明交流十分重要的因素。通过骑马，古代族群迅速地向外扩张，

打通了陆路交通，接触并获得了日常活动范围以外的资源，扩展疆域与自己的

军事势力范围。骑马术也使各族群与邻近社会接触的机会增加了，各种贸易商

旅开始出现，因争夺疆土而出现的军事冲突亦随之变得愈加频繁。公元前４世
纪末，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是中国史上极其重要的军事改革举措。从近年

的考古发现及典籍记载可知，在赵国推行这一军事改革之前，骑马术即已零星

出现于中国北方、东北等与草原文化密切接触的区域。有关骑马术在欧亚草原
的流行及其向中国传播的问题，学术界过去虽曾有过研究，但不够深入，而近

年来国外学者对于骑马术起源的广泛讨论亦尚未在国内得到相应关注。有鉴于

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考证欧亚草原东西两大区域与骑马术起源相关
的考古遗存资料，对骑马术在欧亚草原起源、发展及其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兴起

的路径与缘由作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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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驯马术和骑马术在欧亚草原中西部的起源

（一）公元前四千纪至前两千纪间的马匹驯化

近年来，欧亚草原中西部地区的多处遗址中均发现了马的骸骨，学术界对驯马

术和骑马术的起源问题十分关注。哈萨克斯坦草原北部的博泰 （Ｂｏｔａｉ）遗址 （约前

３７００—前３１００）所发现的动物骸骨逾３０万块，马骨占其中９０％，这是目前所见年
代最早、数量最多的马骨堆积。①学者桑德拉·奥尔森 （Ｓａｎｄｒａ　Ｏｌｓｅｎ）、阿伦·乌特
勒姆 （Ａｌａｎ　Ｏｕｔｒａｍ）、大卫·安东尼 （Ｄａｖｉｄ　Ａｎｔｈｏｎｙ）分别通过骨骼鉴定、陶器

残留物分析和马牙微痕分析等方法，认为博泰牧民已开始畜马且有可能已驯马和骑
马。② 然而，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对以上观点持保留甚至相反意见，玛莎·莱
文 （Ｍａｒｓｈａ　Ｌｅｖｉｎｅ）、③ 威廉·泰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ａｙｌｏｒ）、④ 尼古拉·勃克温克
（Ｎｉｋｏｌａｉ　Ａ．Ｂｏｋｏｖｅｎｋｏ）、⑤ 皮塔·凯勒娜 （Ｐｉｔａ　Ｋｅｌｅｋｎａ）⑥ 等人分别从博泰马骨
形态分析、马牙微痕分析、历史学与民族学等角度对 “骑马早起说”提出质疑，认

为骑马术甚至家马于公元前三千纪以前皆尚未出现，他们的意见相对来说比较严谨。

马的移动能力强且速度快，有了马的协助，人类的畜牧规模 （亦即所能放养的
牛或羊的数量）必然会有所扩大，聚落的大小、位置以及聚落间的距离也都会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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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位于乌拉尔山脉西麓的阿巴舍沃文化 （Ａｂａｓｈｅｖｏ　Ｃｕｌｔｕｒｅ，约

前２３００—前１８５０）遗址多位于森林和草原的交错地带，分布范围明显较前期的颜那

亚文化 （Ｙａｍｎａｙ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约前３５００—前２６００）广阔。阿巴舍沃聚落遗址中所发现

马骨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并发现了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圆饼形骨马镳。① 这些发现

说明家马培育较有可能出现于公元前三千纪中叶至末叶之间。考古学家诺伯特·贝

内克 （Ｎｏｒｂｅｒｔ　Ｂｅｎｅｃｋｅ）曾分析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发现的与阿巴舍沃文化年代相当

的马骨，发现青铜时代中期 （约前２６００—前１９００）的马在体型上明显较前期小，估

计曾经过人工培育。贝内克由此推断家马的驯化大约始于公元前２６００年，而骑马习

俗的出现估计不会早于公元前２５００年。②这项发现十分重要，与以上阿巴舍沃文化

所揭示的信息以及近年早期家马ＤＮＡ分析数据所见的分析结果都十分吻合，也应

是骑马术于欧亚草原最早出现的可靠证据。

（二）辛塔什塔文化遗址的车马葬与ＤＯＭ２马种的传播

位于乌拉尔山脉南麓的辛塔什塔文化 （Ｓｉｎｔａｓｈｔ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约前２０５０—前１８５０）

遗址发现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该遗址出土了目前所见最早的马车，墓葬中随葬的马

匹数量也很多。③驯马术于此时已发展成熟，但迄今尚未于辛塔什塔文化遗址中发现

与骑马术直接相关的材料。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法国和俄罗斯的古ＤＮＡ研究团队在 《自然》杂志发表有关辛塔

什塔家马的重要发现，为研究骑马术起源提供了十分有用的线索。这个团队对比了

２８３组古代马骨的ＤＮＡ样本，将其分为４组，其中以第４组的年代最晚 （前２２００
年以后），与现代家马接近，二者同样拥有ＤＯＭ２基因，亦即具备能负重、有耐力、

能适应压力等特征。辛塔什塔文化的家马几乎都属于ＤＯＭ２马，也是第４组研究样

本中年代最早的；ＤＯＭ２马种在当时应有较明显的优越性，很快便零星出现于今土

耳其、摩尔多瓦和捷克等地并随即取代了各地的马种。因此，这个研究团队推断现

代家马源自辛塔什塔文化所在地区，亦即乌拉尔山脉南麓，估计带ＤＯＭ２基因的马

种是由当地牧民于公元前２２００年前后成功培育出来的。参与这项研究的学者也论

及，目前虽仍没有关于骑马术出现的直接证据，但辛塔什塔的ＤＯＭ２马同时拥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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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情绪的ＺＥＰＭＩ基因和扺抗脊骨疼痛的ＧＳＤＭＣ基因，这表明它们具备被用于骑

乘的条件。①这项重要研究成果明确了辛塔什塔文化的家马与后世家马的传承关系，

进一步肯定了马以及驾马术是从欧亚草原中部分别向东、西方向传播的认识。骑马

习俗兴起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即牧民从草原往外地运马，通常会以骑乘头马、让

其余马匹跟随的方式进行，因此，在公元前两千纪末，骑马术很有可能已伴随着

ＤＯＭ２马匹贸易而出现。

有必要提及的是，俄罗斯考古团队于２０２０年在乌拉尔山脉东沿、哈萨克斯坦北

部的利萨科夫斯克城 （Ｌｉｓａｋｏｖｓｋ）东北１６公里外发现了新伊利因斯基２号墓冢
（Ｎｏｖｏｉｌ’ｉｎｖｓｋｉｙ　２ｃｅｍｅｔｅｒｙ），其碳１４年代是公元前１８９０年—前１７７４年。冢内的

殉牲坑内埋有两匹高龄马，一公 （１８—２０岁）一母 （１６—１８岁），均是Ｅ．ｃａｌｌａｂｕｓ
家马，属于ＤＯＭ２马种。这项发现反映了ＤＯＭ２马向东传播的现象，而两匹马的

年龄和从骨骼所反映的健康状况也说明当时的牧民已掌握了较好的养马技术。此外，

发掘者还着重指出这两匹马的牙出现了非自然磨损，马的腰椎骨骼也有病变特征，

故有可能是用于骑乘的马。②

在欧亚草原地区发现的有关马的考古材料十分零散，且地域跨度很大。马车发

展较骑马术早，但牧民在驯马时使用骑行的方式控制马也是有可能的。驯马术和骑

马术在欧亚草原地区出现的年代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差距不太大。事实上，两河流域

地区于此时已出现了一些骑马图像，可证草原地区的牧民在这个时期已经流行骑

马了。

（三）马匹传入西亚的过程与骑马术、骑兵的出现

在苏美尔时期的滚筒泥章上曾发现目前确知年代最早的骑马图像，骑手身材瘦

长，单手执鞭，技术熟练，据其上的楔形文字可知其为公元前２０３０年的遗物。③ 大

英博物馆所藏陶模板 （２２９５８）年代不晚于公元前１８００年，属于古巴比伦时期。④

陶模板上的男童只穿短裤、短靴，策骑动作娴熟，但马头的比例十分不协调，显示

出巴比伦地区的陶工已见到了骑马，但并不熟悉马这种外来的动物的特征，而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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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男童也很有可能并不是西亚本地人。

骑马现象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以后逐渐出现于西亚地区。在古赫梯文书中首次

称骑手为ｐｉｔｈａｌｌｕ，其原意为 “通讯员”，应与早期骑马人的身份有关。① 大英博物

馆藏的古埃及青铜木柄斧 （ＥＡ３６７６６）据传发现于底比斯神庙遗址 （约前１５５０—前

１２９５）。铜斧上的透雕骑马图，图案线条简单，骑手单手执缰，策马奔驰。埃及学家

一般认为这是在描绘神庙人员或使者。② 综合上述材料可见，骑马术于公元前两千

纪上半叶已零星出现于西亚和埃及等地，但仍未得到普及。

赫梯王都哈图沙 （Ｈａｔｔｕｓａ）遗址位于今土耳其波格兹卡雷城，遗址中发现的楔

形文字泥板包括一份珍贵的养马文书，详细记录了养马和驯马的技巧。这部养马文

书，由自称来自米坦尼的驯马人吉古里口述并由赫梯书吏笔录而成。彼得·劳文
（Ｐｅｔｅｒ　Ｒａｕｌｗｉｎｇ）考证养马文书中的词源，指出其中关于驯马场、马毛发颜色等的

专业名词都是直接采自吉古里所说方言，属古印度—雅利安语系。劳文又发现这份

文书虽写成于新赫梯王国时期 （约前１４００—前１１９０），但由于它使用了较为古老的

字形和用语，可知它只是抄本，其原稿的年代至迟可追溯至公元前１５世纪的中赫梯

王国时期 （约前１５００—前１４００），亦即与上述骑马图像的年代相当。③ 这项发现说

明，西亚文明在引入马、马车甚至是骑马术的初期也曾伴随着部分有草原文化背景

族群的迁入。

东欧大草原位于今黑海、里海以北，南行穿过两海之间的高加索地区便抵两河

流域。马匹由高加索地区向南传播主要可循东西两条路线，西线是沿托罗斯山脉进

入赫梯所在的安纳托尼亚，也即养马文书所流传的区域；东线则是沿西北至东南走

向的扎格罗斯山脉南下，经过米坦尼及其以东的伊朗高原。骑马术的发展与骑兵的

出现应在这些地区寻找遗存。

乌拉尔图 （Ｕｒａｒｔｕ）是亚述文献中经常提及的北方族群，其疆域曾一度从土耳

其东部的凡湖 （Ｔｈｅ　Ｖａｎ　Ｌａｋｅ）往北延伸至今亚美尼亚一带，占据着西亚前往草原

地区的交通要道，这片地带也是十分重要的马匹养殖场地。乌拉尔图最早见于亚述

王萨尔玛那萨尔一世 （Ｋｉｎｇ　ＳｈａｌｍａｎｅｓｅｒⅠ，前１２７４—前１２４５年在位）时期的文书

中，是亚述的马匹供应源之一。至公元前９世纪中叶，乌拉尔图势力突起，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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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经常与亚述交战。有关骑马的材料也于同时期大量出现，乌拉尔图的三环钮

青铜马镳是当时十分先进的设计，其形制方便于骑者通过缰绳前后摆动，以向马传

递指令。① 马具的优化与马上作战技术应该是同步发展的，下文讨论的阿尔然１
号墓冢的年代与乌拉尔图王国相当，同样出现了优化马具的过程，反映出骑马

和骑兵战术在这个时期已流行于整个欧亚草原地区。据同时期的西亚文献记载，

乌拉尔图王曼努亚 （Ｍｅｎｕａ，约前８１０—前７８５年在位）曾调配９１７４名骑兵与

１６００辆战车迎战亚述军队，反映出乌拉尔图的军队拥有大量的马，骑兵的设置

也较亚述军队优越。②

亚述皇宫中的浮雕壁画有不少早期骑兵的图像，其中一幅描绘了被亚述军队追

赶的乌拉尔图骑手 （大英博物馆１１８９０５）。亚述的出土文献中亦曾多次提到亚述军

俘虏乌拉尔图、叙利亚等地的马和骑手回国的事迹，有学者推测亚述的这些举措既

是为了削弱对方军力，也有可能是因为亚述需要他们的马甚至骑马术以提升自身骑

兵的战斗力。不过，骑兵这种兵种虽在公元前９世纪间已出现在亚述军队，但一直

未成为军中的主力。③ 直到公元前７世纪亚述巴尼拔三世 （Ｋｉｎｇ　ＡｓｈｕｒｂａｎｉｐａｌⅢ，

前６６９—前６３１年在位）登基并向外大规模扩张时，亚述王首次在壁画 （大英博物

馆１２４８７７）上展示自己在马上使用长矛和拉弓的雄姿，骑兵自此才在西亚受到高度

重视。亚述帝国虽然很早已接触骑马，但前后经历了至少两百年才将骑兵大规模地

纳入常规的军制。吸收过程之长应不仅是因为西亚人歧视骑马这项活动，更与马匹

供应量和骑手、骑术的发展有限的情况有关。

关于骑马术的问题，必须关注伊朗高原北部的卢里斯坦 （Ｌｕｒｉｓｔａｎ）文化。该

文化围绕今伊朗哈桑鲁丘 （Ｔｅｐｐｅ　Ｈａｓａｎｌｕ）地区发展，活跃于公元前９世纪—前７
世纪之间，与乌拉尔图王国的发展年代相近。卢里斯坦青铜器主要都是兵器、车器、

马具和宗教用器，其中以骑手为造型的马镳 （大英博物馆１３４９２７）是其经典设计，

反映出 骑 手 在 这 个 区 域 的 重 要 性。哈 佛 大 学 博 物 馆 藏 的 卢 里 斯 坦 马 衔
（１９９２．２５６．１２５）采用 “一”字形设计，两端往上下方向卷曲，这种形制未曾见于其

他地区，有可能是为了方便骑手单手拉动缰绳以增加摆动幅度的动作而设计的。研

究骑马术起源的学者布莱恩·斯科特 （Ｂｒｉａｎ　Ｓｃｏｔｔ）曾指出，马匹的高度一般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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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长度的１０倍。① 卢里斯坦的马衔是同类型器物中较大者，上述哈佛大学博物馆藏
的卢里斯坦马衔总长２０．８厘米，如扣除两侧马镳的宽度，约可得１８厘米，适合高
约１．６—１．８米的马匹使用。这种马即使在今天也是体型较大的马种，可见当时的卢
里斯坦牧民已有着十分先进的养马技术，成功培育出体型较大而适用于骑乘的
马匹。②

综上所述可知，乌拉尔图和卢里斯坦等地早期骑马民族既熟悉农耕社会的需求，

又有熟练的畜牧技巧，他们曾有效地提高马的产量，使之更能适应西亚地区的生存
环境。这些族群在供应马、传播骑马术和骑射战术等方面都曾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亚述帝国以及后来的新巴比伦帝国之所以能建立起强大的骑兵军团，在很大程度
上是间接受益于这些位于草原腹地和两河流域之间的王国。

二、公元前两千纪间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骑马术遗存

（一）卡拉苏克文化的兴起与马匹东向的传播路径

从乌拉尔山脉往东行，通过哈萨克斯坦北部广阔的草原地带，溯额尔齐斯河而
上，即可通过西西伯利亚进入阿尔泰山脉地区，抵达今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
和蒙古四国的边境接壤处。受内陆性气候影响，欧亚草原东部的草木资源远不如中、

西部地区丰富，该地区的青铜社会发展步伐亦略晚于西部地区。③

卡拉苏克文化起源于公元前１４世纪的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至今虽未见
马车的遗迹，但库尔根纳 （Ｋｙｕｒｇｈｅｎｎｅｒ）、贝斯卡娅 （Ｂｅｙｓｋａｙａ）和拜诺夫斯克
（Ｂａｉｎｏｖｓｋ）等墓冢已出土多件男性墓主佩于腰间的弓形器，表明马车在该文化中已
相当重要。④ 克雷斯特－卡亚 （Ｋｒｅｓｔ－Ｋｈａｊａ）遗址曾出土一块绘有骑马人图案的墓石，

同遗址中亦发现有三孔骨质镳。⑤ 由于卡拉苏克文化式的弓形器、环首削刀、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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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ｇｅｎｉｊ　Ｃｈｅｒｎｙｋｈ，ｔｒａｎｓ．Ｉ．Ｓａｖｉｎｅｔｓｋａｙａ　ａｎｄ　Ｐ．Ｎ．Ｈｏｍｍｅｌ，Ｎｏｍａｄ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ｇ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Ｗｏｒｌｄ，Ｂｒｉｇｈｔｏｎ，ＭＡ：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ｐｐ．３２－４０．
参见李刚：《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２４—３１、１８１—２０３页。

Ｓｏｐｈｉｅ　Ｌｅｇｒａｎｄ，“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ａｒａｓｕｋ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ｖｏｌ．８０，ｎｏ．
３１０，２００６，ｐｐ．８４３－８７９．



形首短剑和三凸钮环首短剑也曾见于蒙古外贝加尔地区、商后期的晋西与陕东北山

地以及辽东地区，所以可以肯定卡拉苏克文化的驾马传统和铸造工艺在欧亚草原东

部有着一定影响力。

卡拉苏克文化的年代延续至约公元前９世纪，与已确切出现骑马遗存的阿尔然

文化年代相接，可以推断卡拉苏克文化除了使用马车并曾推动周边地区使用马车外，

也应曾推动了骑马术在蒙古高原的发展与东传。埃斯特·雅各布森－特普弗 （Ｅｓｔｈｅｒ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Ｔｅｐｆｅｒ）观察到在阿尔泰山脉地区于公元前一千纪前后始见执弓箭的骑手

追逐动物的岩画，生动地展现了骑马、打猎和放牧的场景。① 自骑马流行以后，岩

画也改变了前期呆板的描绘风格。

（二）蒙古的积石冢文化、石板墓文化提供的骑马信息

蒙古地区对于探讨马匹传入中国的路线十分重要。迄今已先后有多个国际考古

团队在蒙古西北部的乌布苏省 （Ｕｖｓ）、北部的库苏古尔省 （Ｋｈｏｖｓｇｏｌ）和后杭爱省
（Ａｒｋｈａｎｇｉ）进行调查和发掘，确认了上述地区于公元前两千纪初已开始饲养马

匹。②蒙古中北部地区发现的岩画也证实了卡拉苏克文化马车的东传，而传入的时间

在分布于此地域的积石冢文化 （Ｄｅｅｒ　Ｓｔｏｎｅ－Ｋｈｉｒｉｇｓｕｕ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约前１５世纪—约前

８世纪）年代区间。③ 弗朗西斯·阿拉德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Ａｌｌａｒｄ）团队在呼尼河谷发掘的

Ｕｒｔ　Ｂａｌａｇｙｎ积石冢群年代属于公元前一千纪上半叶，曾发现马头多达１７００个，均

向东整齐排列，应属于积石冢文化一种祭祀活动的遗存。④但该文化目前仍未发现高

级别的墓葬。

关于积石冢文化是否已发展出骑马术的问题，马修·福卡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Ｆｕｋａ）曾

试图从人骨遗存中找证据。他分析了蒙古国家博物馆藏的５３副积石冢文化人骨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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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病理特征，发现男性的左肩、左肘和盆骨有较明显的骨质病变，说明身体的左
侧经常发力、胯部长期受压，他认为这些特征很有可能是由无鞍具骑乘的身体动作
所致。①威廉·泰勒也通过对考古出土的积石冢文化的马骨、人牙进行检测，认为
蒙古地区在约公元前１３００年已流行骑马。他提出的证据包括：第一，通过对人牙
进行的蛋白分析，发现蒙古中北部地区青铜时代晚期的牧民已普遍不再食用马肉，

这反映出马在当地被赋予了新的社会功能。② 第二，马鼻梁骨的中脊多出现突沿或
一定程度的骨硬化，上颚前臼齿也有明显磨损，应是马匹长期服劳役所致。③ 第三，

部分马骨鼻腔向左倾斜，疑是骑手习惯用左手牵拉马缰所留下来的迹象，而且马匹
的蹄足普遍增厚，反映出其行动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④ 第四，积石冢文化的覆盖
范围在公元前１２００年前后出现较大规模的扩张，这一变化应与骑马术的出现
有关。⑤

泰勒推算的骑马术出现于蒙古的年代实际上是参考了安阳殷墟遗址 （约前１４
世纪—前１１世纪中叶）出土马车的年代。但即使如此，泰勒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仍
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尤其是他尝试测算缰绳的拉力和角度并据此区分驾马和骑
马的动作，又观察到用于驾车的马一般在肩骨与前肢上都会留下较为明显的劳损
等情况。这些发现都可能成为日后研究中国境内商周遗址中所发现马骨的重要
借鉴。

蒙古中南部、东部地区属于石板墓文化 （约前１１００—前４００／３００）范围，其分
布向南延伸至中国内蒙古北部。自２００９年起，宫本一夫团队分别在属于特布希文化
（Ｔｅｖｓ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约前１４００—前１０００）的特布希、勃鲁敖包 （Ｂｏｒ　Ｏｖｏｏ）和哈尔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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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Ｋｈｙａｒ　Ｋｈａｒａａｃｈ）三处墓冢进行发掘，重点分析人骨病理特征，尝试找出骑马
所留下的痕迹。① 宫本团队的发现是，特布希 Ｍ１女墓主的锁骨、肋骨均有骨折愈
合的痕迹；Ｍ３男墓主高１７１厘米，鼻骨、左前臂均有骨折愈合痕迹，下胸椎有骨
变，其上肢发达，右大腿骨内侧的肌腱附着位点明显，这些现象可能与骑马、拉弓
等动作有关。勃鲁敖包 Ｍ１３女墓主约２０岁，左锁骨曾有骨折，右上臂肌肉发达，

盆骨、右大腿骨内侧也有明显的肌腱附着位点，小腿胫骨近脚踝处弯张，似有长期
骑马的习惯。哈尔哈拉其 Ｍ２０男墓主约４０岁，身高１６４厘米，鼻骨曾有骨折，右
肱骨、右前臂和右大腿骨的肌腱附着位点明显，颈椎至腰椎间有不同程度的变形与
损伤。以上三处遗址同位于阿尔泰山脉地带，碳１４年代均是公元前１４世纪初至前

１３世纪中叶。宫本团队指出，上述各墓主骸骨上发现的创伤多是由高处坠下的意外
造成，有可能与驾马甚至是骑马有关。②

国外的体质人类学者十分关心骑马活动在人骨上相关部位所留下的痕迹，曾指
出大腿骨、脚踝和髋骨臼的形态以及人骨损伤的位置等都有助于判断墓主有无骑马
的习惯，只是目前仍无法严格区分这些痕迹是由肢体冲突、意外、劳损还是由骑马
所留下的。③ 宫本团队的工作为石板墓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线索，尤其是发现了女
性也有类似的骨折和损伤，目前虽仍似难以为骑马术流行与否立下确切的定论，

但上述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多可以借鉴。假如能对中国内蒙
古地区甚至是安阳殷墟遗址所发现的人骸骨与马骨进行同类型的研究，或能有
更多新的启示。

（三）商王国后期马的使用与骑马活动的有无

在商后期以前，即公元前三千纪至前两千纪中叶，家马曾零星出现于甘肃永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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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２０１８，ｐｐ．１－５３．
Ｋａｚｕｏ　Ｍｉｙａｍｏｔｏ　ｅｔ　ａｌ．，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ＢｏｒＯｖｏｏａｎｄ ＫｈｙａｒＫｈａｒａａｃｈＳｉｔｅｓ: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ｏｎ Ｊｏｉｎｔ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Ｏｕｔ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Ｋｙｕｓｈｕ：Ｋｙｕｓｈ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２０１７，ｐｐ．４２－７８．
Ａｎａｈｉｔ　Ｋｈｕｄａｖｅｒｄｙａｎ　ｅｔ　ａｌ．，“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Ａｒｍｅｎｉａｎ　Ｆｅｍａｌｅ　Ｗａｒｒｉ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８－６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Ｃ　ｆｒｏｍ　ＢｏｖｅｒⅠＳｉｔｅ（Ａｒｍｅｎｉ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ｖｏｌ．
３０，ｎｏ．１，２０２０，ｐｐ．１１９－１２８；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ｅｒｔｈｏｎ　ｅｔ　ａｌ．，“Ｈｏｒｓｅ　Ｒｉ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ｕｍ：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ｉｏ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Ｍｏｕｎｔｅｄ　Ａｒｃｈｅｒｓ（１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ｖｏｌ．
２９，ｎｏ．１，２０２０，ｐｐ．１１７－１２６．



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① 宁夏隆德县沙塘北塬齐家文化遗址、② 陕西神木石峁遗
址③和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④等。这些遗址的家马数量极少，

且有与野马骨骼同时出土的例子，国内基因检测团队研究结果证明这个时候的家马
未必是本地培育的牲畜，很可能是从草原地区引入的。⑤ 在商前期的遗址中 （如郑
州商城遗址等）并没有发现有关用马或马车的遗存。及至商后期即殷墟文化时期，

情况发生重大改变，马已大量输入中国北方甚至中原地区。这种现象首先与气候因
素有关，“商代晚期已进入全新世大暖期的最后阶段，气候开始向干冷化转变”，为
华北地区引入马匹与牧马技术创造了有利的自然条件。⑥ 殷墟西北冈大墓 Ｍ１００１号
属于殷墟文化二期早段，在墓坑东南角尚存有马车舆底及其铜饰件。⑦ 小屯北地乙
七基址南边的 Ｍ２０、Ｍ４０也已见年代较早的车马坑，⑧ 亦属于殷墟文化二期早段，

由此可以推断商人自迁都于安阳后即开始使用马车。马车与马的引进应与约自商前
期末叶至商后期偏早时期商王国和北方族群的冲突、交流有关。大量卜辞记载了商
王武丁时期北方族群曾东进、南下，商王朝西土与北土区域受到多重骚扰的情形。

在此之后，商王国通过军事行动将西疆拓展至今山西晋中盆地、临汾盆地和运城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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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大何庄遗址出土马下颌骨３块和马牙２枚，遗址的碳１４年代是公元前１７６５年—前

１６９５年。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 《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１９７４年第２期。
沙塘北塬遗址具有客省庄二期文化的特征，年代约为公元前２２００年—前１９００年。北塬
遗址同时出土家马和野马的骨骼，后者属于西西伯利亚地区的Ｅｑｕｕｓ　Ｏｖｏｄｏｖｉ野马，
首见于中国。参见杨剑、王晓阳：《宁夏隆德县沙塘北塬遗址２０１６年发掘简报》，《考
古》２０２０年第４期；蔡大伟等： 《宁夏隆德县沙塘北塬遗址出土马骨的ＤＮＡ分析》，
《边疆考古研究》第２６辑，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３０３—３１０页。
吉林大学团队的古ＤＮＡ检测结果显示石峁家马样本的母系起源于欧亚大陆西部的青铜
时代遗址。参见蔡大伟： 《古ＤＮＡ与中国家马起源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第８２—８９页。
大山前遗址发现马骨１８块，吉林大学古ＤＮＡ实验室检测了其中３只马牙和１只蹄骨，
判断为家马类，但样本属于来源不同的母系。参见王立新：《大山前遗址发掘资料所反
映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经济与环境背景》， 《边疆考古研究》第６辑，北京：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５０—３５７页。
参见蔡大伟：《古ＤＮＡ与中国家马起源研究》，第１２６—１２７页。
参见赵越云、樊志民：《中国北方地区的家马引入与本土化历程》，《历史研究》２０１７年
第６期。文中有关气候变化的说法参考了殷墟文化一期和二期水井水位的高度变化。
参见周伟：《商代后期殷墟气候探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参见梁思永 （未完稿）、高去寻 （辑补）： 《侯家庄》 （河南安阳侯家庄殷代墓地）第二本
《１００１号大墓》上册，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２年，第６６—６７页。
参见石璋如：《小屯》 （河南安阳殷虚遗址之一）第一本 《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
《殷虚墓葬之一北组墓葬》（上），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７０年，第１６—

１５５、１６２—２１１页。



地，与聚居于晋西和陕东北高原以及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北方族群形成军事上对
峙的局面。自此，殷墟甲骨卜辞中便也记载了有关商王养马、要求下属贡纳马、使
用双轮幅式马车等内容。马匹贸易与育马的技能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乃至贸易交流
而传入。由于青海、甘肃等地尚未发现商时期的马匹、马车，似乎可以排除其从新
疆进入中原的可能性。马与驾马术应是从今蒙古、内蒙古地区传入中原地区的。①

回到本文关心的议题，商王国是否出现过骑手？于省吾先生是较早关注商代骑
兵的学者，他认为殷墟小屯北地乙七基址南的墓葬 Ｍ１６４中所见的 “人马犬合葬”

即是骑手墓。于先生还认为甲骨卜辞中 “马其先，王兑比”（《合集》② ２７９４５）为单
骑代王先行探路之意；“ 马呼射，擒”（《英》③ ２２９４）或可解为呼骑手射之。④ 其
后，研究殷墟甲骨刻辞的学者亦曾先后指出商后期军队中有 “多马”“多马羌”“多
马亚”和 “马小臣”这样的军事职官，其中有由北方族群所组成的骑兵；⑤ 但也有
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⑥ 殷墟孝民屯墓地北区墓葬ＮＭ１８８属于殷墟文化四期，人骨
鉴定报告指出其男性墓主约５０岁，身高１６４厘米， “股骨干向外侧有一定圆弧度，

与骑马民族类似，可能与此人身份有关”。⑦ 唯此例在目前尚只是孤证，而且孝民屯
墓地发现的人骨在腰骨、肱骨、髋骨或跖骨上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病变特征，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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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梅维恒 （Ｖｉｃｔｏｒ　Ｍａｉｒ）曾详细讨论马匹从中国西北或北方地区传入的可能性，指出新疆塔
里木盆地的气候普遍不适合马匹生存，故否定了西北线的可能。参见Ｖｉｃｔｏｒ　Ｍａｉｒ，“Ｔｈｅ
Ｈｏｒｓ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Ｃｈｉｎａ：Ｗｒｅｓｔｌ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ｉｎ　Ｍ．
Ｌｅｖｉｎｅ，ｅｄ．，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Ｓｔｅｐｐｅ　Ａｄａ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ｒｓｅ，ｐｐ．１６３－１８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８—１９８２年。以
下简称 《合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编： 《英国所藏甲骨集》，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８５年。以下简称 《英》。
参见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和驲传制度》，《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１９５５年第

２期。
参见杨升南：《略论商代军队》，胡厚宣等：《甲骨探史录》，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２年，
第３６０—３９９页；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第２４０—２４４页；刘一曼：《略论商代后期军队的武器装备与兵种》，中国文物学会、中
国殷商文化学会、中山大学编：《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第１８５页；黄铭崇：《从商代的 “Ｃ形马衔”与 “尖锥策饰”看商代的 “骑兵”
问题》，李永迪主编：《纪念殷墟发掘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 “中研院”
中国文哲研究所，２０１５年，第１４１—１８７页。
参见井中伟：《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２７—４２９页。
朱凤瀚在与罗森讨论有关商人与北方族群关系的通信中提到这一信息。参见杰西卡·
罗森等：《从殷墟葬式再看商文化与欧亚草原的联系》， 《青铜器与金文》第４辑，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３１—３８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
阳孝民屯 （四）殷商遗存·墓葬》，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７０３—７０４页。



有可能是由长年劳损所造成的，未必与骑马活动有关。① 由此看来，小屯北地Ｍ１６４
的 “人马合葬”能否证实为 “骑手”亦不好遽定。殷墟郭家庄 Ｍ５１陪葬马坑有一人
二马，而 Ｍ１４３马坑有二人三马，② 商墓陪葬坑中殉人和殉马的数量似并未经过统
一的、有规律的安排。由于迄今对殷墟遗址出土的人骨和马骨所做研究有限，尚未
能通过骨骼鉴定为骑马术是否出现提供较确切的信息。

但是，在殷墟发现的车马坑内随葬的驭者、杀殉 （或杀祭）坑内的死者，常同
时随葬有北方式的兵器和工具，联系上引卜辞所见的 “多马羌”，可以认为有草原背
景的北方族群应曾参与商后期的军事活动，并为商人贵族养马和驭车。③ 事实上，

养马和驯马需要十分丰富的牧马经验和技巧，商王朝于后期才使用马，必然需要北
方族群协助养马、驯马、管理马和驾马车，这一点与赫梯养马文书上所反映的情况
应是一致的。武丁时期卜辞中提及 “获羌刍五十”（《合集》３２０４３），又有要求下属
贡纳 “刍”、追捕逃脱了的 “刍”等记载，“刍”应是为商人贵族服务的来自北方族
群的牧人 （相关卜辞参见 《合集》９３正、９４正、１３６正）。商王国从北方族群引入
的有养马技术的人群应当会利用骑马的方式为商人放牧马，但是骑马术显然并没有
被商王与商人贵族重视并大力发展。

三、骑马术传入中国的时间与可能的路径

（一）斯基泰文化兴起与骑马术在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发展

进入公元前一千纪后，欧亚草原东西各地出现多个大型墓冢，出土被学术界称
为 “草原文化三要素”的马具、兵器和动物形饰件，成为极具特色的文化特征，学
术界常统称这些墓冢为斯基泰文化遗存。斯基泰 （Ｓｃｙｔｈｉａ）一词源自古希腊语，含
有 “牧民”的意思。斯基泰人于公元前９世纪至前２世纪活跃于今黑海、咸海北部
至阿尔泰山山脉和外贝加尔湖地区，生产生活方式是养马、骑马与放牧。在欧亚草
原东部发现的阿尔然墓冢群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斯基泰文化墓冢，它们的发现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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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孝民屯墓地中有明显受伤或劳损病理特征的人骨样本见于ＳＭ３５４、ＳＭ７４８、ＳＭ７６１、

ＳＭ９２８，ＮＭ１８８、ＮＭ１８４，ＳＭ３９９、ＳＭ５６６、ＳＭ６３６、ＳＭ７４０、ＳＭ７５８、ＳＭ８６２、

ＳＭ９４０、ＳＭ９６４，ＮＭ１６３和ＮＭ１７１ （按年代排列）。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著：《安阳孝民屯 （四）殷商遗存·墓葬》，第４５３—９３５页。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２年
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３７—１５０页。
参见朱凤瀚：《由殷墟出土北方式青铜器看商人与北方族群的联系》，《考古学报》２０１３
年第１期；Ｈｓｉａｏ－Ｙｕｎ　Ｗｕ，Ｃｈａｒｉｏｔ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Ｏｒｉｇｉ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Ｏｘｆｏｒｄ：ＢＡＲ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ｐ．２９－３３．



立了游牧文化出现的年代。①

阿尔然墓冢群位于今图瓦共和国境内的乌尤克河谷 （Ｕｙｕｋ　Ｖａｌｌｅｙ），经遥感勘
探可知河谷内共有大小墓冢约１５０座。②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格里亚兹诺夫 （Ｍ．Ｐ．
Ｇｒｙａｚｎｏｖ）发掘的阿尔然１号墓，属于公元前９世纪至前８世纪间，墓堆直径１２０
米，覆盖由松科树干堆叠而成的弧形木建筑。树干围绕着正中央的方形 “主墓室”

辐射铺开，形成多个不规则的梯形陪葬室，随葬了不同数量的殉人和殉马，但头骨
皆向着主墓室，布局严谨。主墓室内发现８名配有短剑和箭镞的青年男性以及６匹
公马骸骨。出土殉马最多的是３号陪葬室和２号陪葬室，各有马３０匹和殉人若干。

全墓共出土马１６０匹，皆配备马具。对殉葬的马所做的毛发分析数据显示，这些马
应有不同产地。发掘者特别指出，各墓室出土的马镳、马衔彼此间形制皆不同，反
映出各个牧马群体都有着独立的马具铸造坊。格里亚兹诺夫认为，带有 “马镫形”

外环的马衔和带小蘑菇头顶的三孔镳是阿尔然本地铸造的，其余如直杆三孔镳、野
猪獠牙镳、圆形外环马镳等都应是阿尔然周边的游牧部落在献送陪葬品时被带到出
土地点的。③ 这些发现说明当时的阿尔泰—萨彦山脉地区散居着多个彼此有联络的
游牧群体，他们通过军事、祭祀等活动已联结成一个较大的政治集团。综合以上情
况，基本可以肯定阿尔然地区已出现有相当规模和政治组织能力的游牧王国，且阿
尔然１号墓主已拥有十分精良的骑兵部队。

约翰·辛普森 （Ｓｔ　Ｊｏｈｎ　Ｓｉｍｐｓｏｎ）曾指出，马衔的形制对于骑马术十分重要，

必须具备轻巧、灵活和适应马的骨骼结构这三个条件，马衔与马镳配合而产生的摆
动幅度能影响到马的灵敏度。在公元前８世纪至前６世纪间，欧亚草原东部各地出
土的马衔形制之不同，反映出这个时段内草原上各个马具铸造坊，包括前述乌拉尔
图、卢里斯坦文化在内，都在钻研和优化马衔的设计。阿尔然１号墓出土的马衔外
环呈 “马镫形”，沿用时间长，应属于比较成功的设计，周边地区出土了不少仿效的
这种设计的马衔。阿尔泰共和国艾里塔什１号 （Ａｙｒｙ－Ｔａｓｈ－１）墓冢内近年发现了一
座属于公元前７世纪上半叶的石板墓，为目前所知年代较早、最为完整的一人一骑
“骑手墓”。墓主屈肢左卧，头向西，脚边随葬骨质箭镞，而其身后的马仍套着阿尔
然式的马衔，马背上发现了疑为鞍布的痕迹。马埋于墓主身后较高的台面上，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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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Ｔｈｅ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Ａ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Ａｒ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ｙｔｈｉａｎｓ：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ｕｓｅｕ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Ｓ．Ｒ．，

３０００Ｂ．Ｃ．－１００Ｂ．Ｃ．，”Ｔｈｅ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Ｍｕｓｅｕｍ　Ａｒｔ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ｖｏｌ．３２，ｎｏ．５（１９７３／
７４），１９７５，ｐｐ．１２－３１．
Ｇｉｎｏ　Ｃａｓｐａｒｉ　ｅｔ　ａｌ，“Ｔｕｎｎｕｇ　１ （Ａｒｚｈａｎ　０）— 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Ｓｃｙｔｈｉａｎ　ｋｕｒｇａｎ　ｉｎ　Ｔｕｖａ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Ｒｕｓｓｉａ，”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Ａｓｉａ，ｖｏｌ．１５，２０１８，ｐｐ．８２－８７．
М．ПГрязнов，Аржан：Царскийкурƨанраннескифскоƨовремени，Ленинград：Наука，

１９８０，ｐｐ．１－６０．



着墓主。这是后世草原民族埋葬骑手及其坐骑的常用葬式。①

１９９８年德俄考古团队发现了阿尔然２号墓冢，墓堆直径约１００米，残高２米，

年代为公元前７世纪中叶。② ２号墓冢规模较小但未曾被盗，出土黄金饰件共５６００
件，几乎全是墓主衣服、兵器和马具上的配饰，以马、鹿、羊和鸟的造型为主。２
号陪葬坑内的是男墓主的坐骑，墓冢内另有埋葬了１４匹公马的马坑，经鉴定这些马
应是来自１０个不同的产地。③ 马头骨出土时仍佩戴着马镳和马衔，其中１２副应是
由同一块模具所铸造的。④ 这种弧形马镳与带方形外环的马衔较阿尔然１号墓冢中
所见的更为先进。２号墓冢的发现显示出阿尔然王国在公元前７世纪仍控制着南西
伯利亚地区周边的资源和冶金技术。

骑马术的兴起对草原地区产生了极大影响。阿尔然文化改变了过去游牧部落分
散聚居的形态，通过建造大型墓冢、举行大型祭祀活动等方式发展出有组织的族群
网络，又发展出与马和骑手相关的宗教观念。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改变了殉马的方式，

马在墓葬中的角色变得十分重要。上述阿尔泰共和国艾里塔什１号墓冢内发现的骑
手墓正好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变化，骑手已成为族群中十分重要的群体。

新疆于田流水墓地 Ｍ１０、Ｍ５５等墓葬也曾出土阿尔然式的青铜马镳、马衔，⑤

阿尔然文化圈的影响力虽曾一度向南进展，但似未能深入。⑥ 蒙古中东部地区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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Ю．Т． Мамадаков，А．Л．Кунгуров，А．А．Тишкин．，“Раскопанный Курган
БийкенскойкультурыНаПамятникеАйры－таш－１ВУстьевойЗонеУрсула（алта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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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Ｃｈｕｇｕｎｏｖ　ｅｔ　ａｌ．，Ｄｉｅ　Ｓｋｙｔｈｅｎｚｅｉｔｌｉｃｈｅ　Ｆｕｅｒｓｔｅｎｋｕｒｇａｎ　Ａｒｚａｎ　２　ｉｎ　Ｔｕｖａ，

Ｂｅｒｌｉｎ：Ｐｈｉｌｉｐｐ　ｖｏｎ　Ｚａｂｅｒｎ，２０１０，ｐｐ．９９－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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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Ｃｈｕｇｕｎｏｖ　ｅｔ　ａｌ．，“Ｍｏｕｎｔｅｄ　Ｗａｒｒｉｏｒｓ，”ｉｎ　Ｓｔ．Ｊ．Ｓｉｍｐ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ａｎｋｏｖ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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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田流水墓地 Ｍ１０：３铜马镳也是带小蘑菇顶的，镳身略弯，该墓地的碳１４年代是公
元前９５０年—前７５０年之间。参见巫新华、艾力： 《新疆于田县流水青铜时代墓地》，
《考古》２００６年第７期；巫新华、马赛、艾力江：《新疆于田县流水青铜时代墓地发掘
简报》，《考古》２０１６年第１２期。
新疆北部与南西伯利亚地区两地的交流频繁，鄯善洋海墓地 （约前１２世纪—前８世
纪）、哈密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 （约前１０世纪—前２世纪）等都在岩画、葬式和器物形
制方面表现出与阿尔泰—萨彦山脉南北两地间的交流。参见李肖、吕恩国、张永兵：
《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王建新：《新疆巴里坤东
黑沟 （石人子沟）遗址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西北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尚未发现与骑马密切相关的遗存，但在欧亚草原最东端、年代与阿尔然文化相当的
属中国东北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则出土了不少与阿尔然文化相似的器物 （详见下
文），说明欧亚草原东部区域内的文化交流活动是存在的，阿尔然的骑马文化和部分
相关的宗教观念在公元前７世纪前后当已沿着中国北疆区域传布了。

著名的巴泽雷克墓地是欧亚草原东部晚期斯基泰文化的一处重要发现，年代约
在公元前４世纪至前３世纪之间。①巴泽雷克墓冢位于今阿尔泰共和国南部海拔２５００
米的乌科克高原 （Ｕｋｏｋ　Ｐｌａｔｅａｕ），１９４８年由谢尔盖·鲁登科 （Ｓｅｒｇｅｉ　Ｒｕｄｅｎｋｏ）主
持发掘。巴泽雷克墓葬长年被冰土围封，墓内的有机物都得到很好的保存，各墓椁
室呈东西向，以落叶松木板砌成，葬具使用独木棺，墓室与墓坑之间以碎石填满。

殉马多被置于椁室旁或椁室上侧，各马仍披戴马鞍、马镳、马衔与各类木质马具，

造型考究。领头的马还佩戴仿鹿角的木雕刻，这应与斯基泰人认为马可以将墓主安
全地带到永生世界的宗教思想有关。②

巴泽雷克文化所属族群凭借着骑马的便利，已与周边各地的文化建立起广泛而
深入的联系，墓冢中不少器物都是从古波斯即伊朗地区以及中国楚地引入的，如６
号墓冢出土了流行于楚地的山字纹铜镜；５号墓冢发现了古波斯毛毡马鞍褥以及由
楚地丝帛改制而成的马鞍布和楚式的髹漆马套头等，而３号墓冢出土的髹漆马鞍饰
件则很有可能是直接从中国订制的。③ 这些发现说明晚期斯基泰人 （有学者称他们
为 “原匈奴人”）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前已与中国内地有较深入的接触。④ 巴泽
雷克式的动物形牌饰等也大量发现于中国的内蒙古以及甘青地区，可证两地的商贸
和文化交流业已有年。晚期斯基泰人利用中国生产的丝绸和漆器制作马具是极其重
要的发现，如果相关器物真的曾直接在中国订制，则表明包括楚国在内的列国很可
能于公元前４世纪至前３世纪之际已知悉骑马的习俗。这方面的研究在未来似值得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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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泽雷克墓地的年代于近年稍有争议。２００４年公布这墓地的碳１４年代数据经树轮校正
为公元前３００年至前２５０年之间，但仍有较多学者通过对比周边遗址的内容，认为巴泽
雷克墓地的年代应不太晚，建议将之定为公元前４世纪至前３世纪之间为宜，本文采用
这个意见。参见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Ｐａｒｚｉｎｇｅｒ，Ｄｉｅ　Ｓｋｙｔｈｅｎ，Ｍｕｎｉｃｈ：Ｖｅｒｌａｇ　Ｃ．Ｈ．Ｂｅ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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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姚大力： 《匈奴帝国与汉匈关系的演化———早期北亚史札记》， 《中华文史论丛》

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二）西周至春秋时期中国北部和东北部地区马的使用情况

在中国境内，到西周时期殉葬用马和马车的传统变得普及，但目前仍没有西周
骑马的直接证据。近年于湖北随州叶家山１２６号西周早期偏早墓出土的麻于卣
（Ｍ１２６：１０）铭曰：“麻于启畜马， 积，用作父戊宝彝， 册”，记载了商遗民麻
于养马有成绩，为父亲作器以乞佑护。这是目前出土文献中较早有关西周养马的记
载。① 与此同时，西周金文中亦记载有周王参加 “执驹礼”的情况。② 当时马的饲
养、训练已被纳入王室礼仪活动范围，显然有着重要意义。西周车马坑中殉葬马的
数量也十分惊人，但殉马应仍多与马车相联系，象征着墓主的身份，尚未体现出马
与墓主人之间有着马与骑手的密切关系。周初的铜马衔基本沿用晚商时期的 “８字
形”双套式形制，西周中期马衔在形制上始出现变化，如扶风强家村１号墓出土的
方外环马衔 （Ｍ１：３２）等。③西周御马器的发展似未曾受到阿尔然文化圈的影响，

这点也可能有助于说明骑马术在这时段还没有在西周王国区域内发展起来。

进入公元前８世纪中叶即春秋早期以后，中国北部陆续出现多个由半农耕、半
畜牧的北方族群所形成的文化圈。１９５８—１９８０年间已先后清理了９批属于夏家店上
层文化的墓葬，主要分布于今内蒙古与辽宁西南交界的宁城和建平县。夏家店上层
文化的墓葬采用石椁墓、木椁墓，也有石板墓，以侧身或仰身直肢为葬式。墓中出
土青铜器较多，包括内地列国铸造的青铜容器，也有仿造燕或改造中原形制的器物。

根据出土青铜容器的形制可将墓葬的年代推断为春秋早期，较晚的不过春秋中期，

即主要分布于公元前７７０年至前６７０年之间。④ 此年代区间与阿尔然１号、２号墓冢
年代大致同期。马具中小黑石沟１１号墓还发现具 “马镫形”外环的马衔和直干双孔
马镳 （９２ＮＤＸＡⅡＭ１１：２５、２６）。宁城南山根和小黑石沟发现的青铜曲背刀刀首上
的动物造型、金箔饰和活动环扣等装饰风格几乎都能在南西伯利亚地区与蒙古东部
石板墓文化墓葬中找到对应的器物。此外，带动物首的青铜锥形器 （小黑石沟１９９３

ⅢＭ１７：３、１９９３ⅡＭ７：４）与阿尔然２号墓冢内发现的铜锥也近同，⑤其他如鸟形
饰件、马形牌饰等也很相似，可以肯定斯基泰文化在此时已伸延至中国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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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天宇、黄凤春、陈丽新：《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１２６号墓的发掘》，《考古学
报》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参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７页。
参见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８３—４９１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表的报告将夏家店上层文化分为早、晚两期，未见有晚
期的碳１４年代数据，凭器物特征估计属于公元前９世纪至前７世纪之间。参见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第５１５—５２３页。
相近的阿尔然兵器和饰件参见 Ｓｔ．Ｊ．Ｓｉｍｐ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ａｎｋｏｖａ，ｅｄｓ．，Ｓｃｙｔｈｉａｎｓ：

Ｗａｒｒｉｏｒ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ｉｂｅｒｉａ，ｐｐ．２２－２２７．



目前中国最早的骑马实证见于１９６１年宁城南山根３号墓出土的青铜环扣，① 同
区域内的小黑石沟遗址也曾征集得一形制相似的半开口青铜环扣 （７５ＺＪ：２３），环扣
上的骑手形象已脱落，只剩马背上的双腿。② 类似的造型设计与出土于南山根１０１
号墓残缺较严重的一件青铜环扣③及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铜环扣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４）均相近同。艾玛·邦克 （Ｅｍｍａ　Ｂｕｎｋｅｒ）观察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藏的一件环扣，指出镂空铜铃内装有一粒小石，草原族群一般认为石头有着护佑人
的宗教力量。④ 南山根３号墓出土的这一件环扣，两名骑手往不同方向骑行，其中
一个正做奔驰状追逐兔子。“骑手猎兔”的纹饰虽罕见于中国境内出土的器物，但在
欧亚草原文化中却有着十分重要的寓意。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斯基泰骑手喜爱猎
兔，认为能带来好运和胜利。黑海北部库尔－奥巴 （Ｋｕｌ’Ｏｂａ）墓冢 （约为前５世
纪—前４世纪）出土的金牌饰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Ｋ－Ｏ．４８）便以骑手猎兔为吉祥
纹饰。⑤

在冀北地区发现的玉皇庙文化墓葬群，保存较好，对于研究北方骑马文化的起
源亦有帮助。玉皇庙文化兴起的时间略晚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盛行于春秋中、晚期，

延续到战国中期。⑥ 延庆军都山玉皇庙墓地出土墓葬逾４００座，玉皇庙文化遗址、

墓地分布于今河北怀来、涿鹿、滦平等地，⑦ 覆盖着太行山东北麓、燕山南麓；其
南部估计能与春秋时期燕国北境和晋北代地的西北境相接。玉皇庙文化的大型墓葬

Ｍ２、Ｍ２５０均随葬了马牲，其余的中、小型墓葬仅用牛、羊和狗作为祭牲。男性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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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观民、徐光冀：《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１９７５年第１期。
参见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编著：《小黑石沟———夏家店
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９６—３９７页。
参见李伯谦主编，靳非、梅鹏云、陈永志分卷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１ （北京·
天津·内蒙古），北京：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２０１８年，第１８８页图２６７。

Ｅｍｍａ　Ｃ．Ｂｕｎｋｅｒ，Ｎｏｍａｄｉｃ　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Ｓｔｅｐｐｅ：Ｔｈｅ　Ｅｕｇｅｎｅ　Ｖ．
Ｔｈａｗ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Ａｒｔ　ａｎｄ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６０．
Ｓｔ．Ｊ．Ｓｉｍｐ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ａｎｋｏｖａ，ｅｄｓ．，Ｓｃｙｔｈｉａｎｓ：Ｗａｒｒｉｏｒ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ｉｂｅｒｉａ，

ｐ．２　０　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玉皇庙文化分为早 （春秋时期）、晚 （战国早期）两个阶
段。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第５２４—５３０页。
朱凤瀚按出土铜容器的形制将其年代上限定为春秋中期偏晚 （以玉皇庙 Ｍ２为代表），
下限到战国早期偏早 （以滦平县虎什哈炮台山墓葬为代表）。本文所采用的玉皇庙墓葬
年代本于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２１１８—２１５６页。
参见贺勇、刘建中：《河北怀来甘子堡发现的春秋墓群》，《文物春秋》１９９３年第２期；
陈信：《河北涿鹿发现春秋晚期墓葬》，《文物春秋》１９９９年第６期；石砚枢、赵志厚：
《河北省滦平县梨树沟门墓群清理发掘简报》，《文物春秋》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主多随葬带有不同剑首与纹饰的青铜直刃扁茎短剑和铜带扣等，① 而玉皇庙墓葬

Ｍ１８和 Ｍ２５０ （均男性墓）出土了草原地区常见的青铜鍑。以上情况反映出玉皇庙

文化有较浓厚的草原文化背景，对畜牧经济有较高的依赖性，而且十分重视男性的
武装战斗能力。何嘉宁研究玉皇庙墓地出土的人骨，指出男性上肢十分发达，应与

长期打猎或游牧的生活习惯有关，② 这与上述墓地所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

玉皇庙墓地出土的铜马衔共１８件，均出自９座规模较大的墓葬。马衔多数置于
墓主胫骨侧，估计与同出的铜泡原系在皮质的马辔上。③ 属于春秋中期中、晚叶的

Ｍ２和春秋中期的 Ｍ３００出土马衔的外环呈马镫形、内环为圆形，形制基本同于阿
尔然１号墓冢中所见的马衔；而属于春秋中期晚叶的 Ｍ２５０则有与阿尔然２号墓相

似的一体式设计 （Ｍ２５０：１９—１），马镳成微弧状，两头有凸起马头饰，这种形制可

以使人联想到阿尔然１号墓中出土的两头凸起的蘑菇头三孔马镳。而年代稍晚的

Ｍ１５６和 Ｍ２３０中的马衔外环已被拉长成一凸孔以增加与马缰的接触点，可借此加

大摆动马镳的幅度，应是为方便骑者向马传递指令而设计的。这种设计有可能是玉

皇庙文化自身的改造，但因同时代的哈萨克斯坦塔斯莫拉文化 （Ｔａｓｍｏｌ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也曾发现相似的马镳，所以亦不排除玉皇庙文化也曾吸收了其他草原文化的因素。④

玉皇庙文化拥有较先进的马具，同类型的双孔式马镳 （见怀来甘子堡 Ｍ５：８、Ｍ１：

１３、Ｍ５：９）也见于年代略晚、属春秋战国之际的辽东郑家洼子墓地⑤和固原杨郎

马庄墓地。⑥ 玉皇庙文化出土的马衔、马镳在中国北部似不见于较早的遗存。需要

注意的是，玉皇庙文化墓葬的马衔皆是成对出土，考虑到马具形制的先进性，双马
衔的配制是代表着马车还是有别的含义自然仍有讨论空间，但玉皇庙文化的特征与

草原地区所见骑马的北方族群文化墓中只随葬马具的习俗多有重合，其族属仍宜归

入骑马族群中。

进入战国时期以后，拥有草原特色的文化圈已比较集中地出现于内蒙古中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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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军都山墓地———玉皇庙》，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第８９４—１３４３页。
参见何嘉宁：《军都山古代人群股骨腱附着位点初步分析》，《人类学学报》２０１８年
第３期。
出土马衔的墓葬分别是 Ｍ２、Ｍ２３０、Ｍ１８、Ｍ３００、Ｍ２５０、Ｍ５２、Ｍ１５１、Ｍ１５６和

Ｍ１７４，其中 Ｍ２的年代最早，也是唯一出土马具的女性墓。参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
著：《军都山墓地———玉皇庙》，第１１３９—１１５１页。

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Ｃｈｕｇｕｎｏｖ　ｅｔ　ａｌ．，“Ｍｏｕｎｔｅｄ　Ｗａｒｒｉｏｒｓ，”ｉｎ　Ｓｃｙｔｈｉａｎｓ：Ｗａｒｒｉｏｒ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ｉｂｅｒｉａ，ｐｐ．２３４－２３５．
郑家洼子墓葬 Ｍ６５１２中出土的马镳是直条状，外侧共有４个凸环，另也有骨镳。参见
沈阳故宫博物馆、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郑家洼子的两座青铜时代墓葬》，《考
古学报》１９７５年第１期。
参见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２１９９—２２０９页。



地区。在呼和浩特和凉城一带发现的毛庆沟文化 （公元前４世纪—前３世纪）遗址

出土了很多动物造型的青铜饰件、牌饰、扣饰以及鹤嘴镐、削刀和短剑等兵器；但

墓葬形制与习俗显然异于玉皇庙文化，采用了常见于草原地区的头蹄葬。① 与此同

时，桃红巴拉文化在鄂尔多斯地区兴起，在伊金霍洛旗明安独木村发现的一座战国

时期墓葬，其中便随葬了一副马骨和两副马衔，形制与玉皇庙 Ｍ２３０：１９近同。②

杭锦旗桃红巴拉战国早期墓 Ｍ１随葬了９个马头，其中两个出土时仍套着木质马镳

与青铜马衔，很有可能即是墓主人的坐骑。③ 从内蒙古南部和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

葬式和随葬品内容可见，阴山南北两地于公元前４世纪至前３世纪之间应曾出现一

批新的有草原背景的族群，其进驻的地点即秦、赵北境之所在。

综上所言，骑马现象自春秋早期开始已出现于中国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

之中，骑马习俗有可能是先后通过辽西、冀北、鄂尔多斯、岱海地区传入燕地、晋

北和陕东北地区，并进而影响到中原腹地。这几条南下与西行的路线应是通过贸易

甚至战争的形式打通，成为中原出现骑马人甚或小规模骑手群体的原因。

在今辽西南、冀北和内蒙古中南部发现的东周时期半游牧社会虽已畜马、骑马，

但遗址出土马的数量并不多。玉皇庙文化的延续年代和活动范围是比较清晰的，只

是其发展似未达到大规模威胁各中原诸侯国的高度。后来兴起于内蒙古的毛庆沟文

化和桃红巴拉文化中也尚未发现高规格的墓葬。目前看来这些区域中至少在公元前

４世纪以前虽未曾出现巨大的军事势力，但大规模的半农半牧族群南迁已出现。毛

庆沟文化和桃红巴拉文化所在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正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前后吞

并且训练骑兵的区域。在此之前，秦、赵和燕三国的北境便已出现林胡、楼烦、东

胡等族，而巴泽雷克文化于南西伯利亚崛起，其黄金工艺、动物相争的纹饰也已在

中国北方地区流行。秦、赵和燕三国似都有机会接触到骑射，但可能出于文化抗拒

等原因，骑马术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直到赵国积极向晋北和内蒙古地区扩张，与已

以骑兵为兵种的胡人直接交锋后才下决心进行军事改革。

（三）赵武灵王 “胡服骑射”的背景与功效

由上文论及的巴泽雷克墓中的丝绸、铜镜和漆器可知中国北方至南西伯利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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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第５３６—５４１页。
参见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伊金霍洛旗文物保护管理所：《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匈奴墓》，
《文物》１９９２年第５期。
参见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１９７６年第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认为桃红巴拉文化始于公元前６６５年至前５９０年之间即约春秋中期，但朱凤瀚研
究毛庆沟文化和桃红巴拉文化遗存，发现其出土的环形铜带扣扣舌所仰起的角度存在
由小到大的发展趋势，可作为断代依据，故建议将桃红巴拉墓地的年代定于战国早期，
本文采用此说。参见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２１６１—２１６３页。



区之间在公元前４世纪时即已存在商旅交流，赵国以拥有昆仑 （新疆）玉、代地马
和胡犬而闻名六国，① 可见赵国应是在此种贸易中扮演较为重要的角色，亦因而较
易与北方族群产生联系。

自晋文公 （前６３６—前６２８年在位）即位以来，晋国赵氏便一直活跃于北方政
治舞台。及至赵鞅 （赵简子，前４７６年卒）一代，赵氏家族的势力已稳守在晋阳
（今山西太原南），并开始往太行山以东的邯郸、柏人 （今河北隆尧）等地拓展。据
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 《吴问》篇所载，赵氏曾优化土地税制政策以吸引移民
开拓荒土，渐渐充实了太行山以东地区的经济实力，邯郸遂成为北方重要的贸易枢
纽。此举为赵襄子 （赵无恤，前４７５—前４４３年在位）继位后往北方的军事扩张打
下了十分重要的经济基础。②

代地出产的马闻名于列国。苏秦 （前２８４年卒）曾谓秦国四境之优势言：“南有
巴蜀，北有代马。”《史记·苏秦列传》索隐：“代马，谓代郡马邑也。《地理志》代
郡又有马城县。一云代马，谓代郡兼有胡马之利。”③ 代地产马，按索隐所注亦是胡
马的集散地。代国为狄族，建立于春秋时期，史书对之记载甚少，只知其活跃于今
河北怀安、蔚县至山西阳高、浑源一带，其南与中山接壤，其北则是楼烦、林胡，

是十分重要的军事战略区域。④ 赵襄子即位不久，便首先吞并代国，改设代郡，使
之成为重要的军事前线。⑤

实际上，在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之前，在北方列国中，骑兵应已经出现。《战
国策·齐策一》记公元前３５３年田忌、孙膑于桂陵之战中击败魏军，归齐时遇阻，

孙膑教田忌曰：“使轻车锐骑冲雍门。”据此可知当时齐军已有骑兵。山东临沂银雀
山汉简 《孙膑兵法》之 《八阵》篇讲骑兵之用道：“车骑与战者，分以为三，一在于
右，一在于左，一在于后。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⑥ 苏秦游说六
国，多次论述各国兵备，曾向赵肃侯 （赵武灵王之父，前３２６年卒）分析当时赵国
的形势曰：“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赵地方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
乘，骑万匹，粟支数年。”⑦如依此说，赵肃侯在位年间赵国骑兵的数量已是六国之
冠。曾有说法指上述的 “骑”是指战马，而非骑兵，但同卷提及秦攻齐时，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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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易华：《丝绸之路上的胡犬代马通考》，《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参见沈长云等：《赵国史稿》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８４—９２、２４７—２７５页。
《史记》卷６９ 《苏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２２４２—２２４３页。
参见朱本军： 《战国诸侯疆域形势图考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

３７４—３８２页。
参见沈长云等：《赵国史稿》，第８４—１２６页。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孙膑兵法》，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５９—６０页。
苏秦提到的列国骑兵数量各有差异，赵、楚的骑兵均达万匹，其次分别是燕 （六千匹）
和魏 （五千匹），未提到秦、齐和韩国的骑兵配备。参见 《史记》卷６９ 《苏秦列传》，
第２２４５—２２６１页。



韩、魏之地，路径险窄，“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可见 “骑”应还是指一人
一骑，只是当时的骑兵仅负责执行探险、做先锋开路的任务，未必已形成大的
兵种。

赵武灵王于公元前３２５年即位，列国形势已有所变化，中山国变得强大，秦兵
犯吕梁，取赵邑蔺、离石。公元前３１８年， “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

五国联军却被败于修鱼 （今河南原阳西南）。① 这是匈奴首次被著录且以援助部队的
身份加入列国军务。此战后，在外来威胁下，赵武灵王首先考察北境，访九门 （今
河北藁城西北）、房子 （今河北高邑西），观中山边界；再经代地前往西北至无穷
（今河北蔚县北），西向转到黄河，此行必然经过今乌兰察布、呼和浩特与黄河边上
的包头一带。所以，赵武灵王此行已深入楼烦、林胡势力范围内，并应已接触到上
述毛庆沟文化和桃红巴拉文化区域。他回到邯郸后即论当时不利于赵国的军事形势，

曰：“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

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战国策·赵
策二》）② 可知赵武灵王通过此行已深入观察到骑射于战事之重要作用，尤其是深
刻感受到只有胡服才有助于马上使用兵器，特别是射箭。

赵武灵王十九年 （前３０７）推行胡服骑射，赵国也很快体会到骑兵的优势，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代相赵固
主胡，致其兵”。又曰：“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
原。”③ 此时赵国骑兵锋芒无两，迅速兼并内蒙古南部。在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假
装使者经九原 （今内蒙古包头西南）南下入秦见秦王后的第二年，曾从代地出
发往西与楼烦王会面 （地点不详，疑为今阴山山脉中段大青山一带）并得其兵。

赵国骑兵所需的马匹已直接从楼烦、林胡等地引进，训练骑兵的地点也设于新
占领的原阳 （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以为骑邑。 （《战国策·赵策二》）

这个布置很有可能是请了楼烦人教授骑射。《史记·匈奴列传》记述赵国控制胡
地的情况，曰：“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

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④ 沈长云整合了不同年
代所进行的赵长城实地勘查资料，指出 “赵武灵王所筑的长城，在内蒙古自治
区内，由兴和往西，经卓资县、旗下营，沿大青山南麓过呼和浩特市北、包头
市的石拐矿区、兴胜公社、越昆都仑沟口，断续延伸到白彦花公社北面的山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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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参见 《史记》卷５ 《秦本纪》，第２６１—２６２页。
据考证：“楼烦的活动范围为今内蒙古卓资至凉城，至山西偏关县，至岢岚县；林胡的
活动范围大致在今内蒙古凉城县至准格尔旗之间。”（朱本军：《战国诸侯疆域形势图考
绘》，第３８８—３８９页）
《史记》卷４３ 《赵世家》，第１８１１页。
《史记》卷１１０ 《匈奴列传》，第２８８５页。



下”。①这些举措都反映出林胡、楼烦在后来的时段已非赵国的战略重心，在阴山南

部新修筑的长城很有可能是针对新兴起的、善于骑射的匈奴族。

结　　语

马是十分特别的动物，体型大，奔跑速度快且有极强的耐力，又有着群居和

服从的天性。在马进入人类社会以后，曾多次改变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公元前

７世纪以前赫梯、两河流域和古代埃及有关马和骑马的图像与文献记录虽多有存

藏，但缺乏马骨遗存，无法为马的引入和利用提供完整的信息。及至２０世纪在欧

亚草原上先后发现了辛塔什塔、阿尔然和巴泽雷克等文化遗址，马的研究才迎来

重要突破。欧亚草原乌拉尔南部的牧民率先培育出ＤＯＭ２马，使之往东西两地传

播并推动了家马和马车的普及，然而骑马术并未能很快在农耕文明中传开。直到

乌拉尔图、卢里斯坦等文化在公元前两千纪末至前一千纪初兴起，积极培育良马，

骑马术才正式用于作战，骑兵成为乌拉尔图、卢里斯坦军队中的主力。经过长时

间与他们的作战接触后，亚述的军队才意识到骑马的优势，方于公元前７世纪中

叶大力发展骑兵。

通过追溯骑马术和骑兵在西亚传播的过程，可以看出骑马术在农耕社会被大规

模传播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其一，邻近的牧马族群需要拥有较好的养马和驯马

技术，保证马的供应量与性能的稳定；其二，马匹的交易需要达到一定规模，包括

有经营大型牧场的能力、稳定的运输路线和马匹集散地等；其三，农耕社会之所以

接受骑马，并非仅出于交通与经济活动的需求，往往是缘于外来重大军事威胁才大

规模学习骑马和马上作战技术。

在欧亚草原东部地区，马车虽于公元前１４世纪中晚叶已出现于中国商文化圈，

但目前对于商人的马的来源、流布以及驯马人的族属等问题的研究仍存在很多空白。

今图瓦阿尔然墓群所属的政治实体是目前年代最早的大型牧马王国，应当也是位于

欧亚草原东端中国东北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骑马术的来源。从公元前８世纪始，已有

较大规模从欧亚草原东部南下的族群活动于今中国北方地区并与北方列国产生过小

规模冲突。但在较长时间内，欧亚草原腹地 （阴山以北至蒙古一带）和华夏文明区

域之间的半农半牧地带 （辽西地区、燕山南北、岱海流域及长城地带乃至宁夏南部

地区）没有发展出拥有较强大军事力量的势力。直到公元前５世纪末至前４世纪初，

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文化兴起，迅速成为新的军事力量，财富和文化均攀升至前

所未见的高度，并与中国内地有着较密切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巴泽雷克式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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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沈长云等：《赵国史稿》，第１７２页。兴胜公社在今包头市青山区兴胜镇；白彦花公社
即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白彦花镇。



饰在中国北方区域流行，中国内地取其黄金工艺，代马也屡见于战国时代文献中，

情势出现改变，华夏列国不得不正视所面临的新的军事格局，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和考量后才一改前期忽视骑兵的态度，以赵武灵王 “胡服骑射”为开端，骑兵才在
列国迅速发展。骑兵移动速度快，又有较强的致远能力，促使列国得以迅速开拓交
通路线，深入各处边疆地域，为统一国家的出现打下必要的基础。

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多种文明与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包容性是中华文明
的突出特性之一，中华文明发展演变的历史就是一部多元文化不断汇聚融合、交
流互鉴的历史。近二三十年以来，中国学者与欧美学者均十分关注欧亚草原地区
的考古发现。由于草原通道开阔而平坦，牧民长期迁移的生活习惯推动了欧、亚
两地间的接触。欧亚草原地区的考古发现不仅深化了过去对于文明发展方式的认
识，也让中国这样的传统文明古国重新省视草原民族在其文明发展过程中曾作出
的贡献。目前，中国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遗存中与马相关的考古资料日渐丰
富，通过马骨ＤＮＡ研究、人骨鉴定、马具形制的精细分析、牧马群体与马匹贸易
的研究，可以为考察古代中国骑马术的起源与发展进程提供更多信息，为深入揭
示中华文明多元汇聚、兼收并蓄、开放交流的特性，为人类文明互鉴研究作出更
多的学术贡献。

〔责任编辑：晁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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